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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績效評核是組織重要的控制機能之一，評核的結果通常會影響組織有關調薪、昇

遷、獎懲、裁員、訓練、以及發展等重要的人事決策。評核人員在評核過程中扮演著

重要角色，本研究意欲探討個人因素中的人格因素與評核動機因素如何影響評核者的

評核調分行為。 

研究者在整理相關文獻後，提出本研究架構及研究假說。研究者經由問卷預試後，

回收 401 份有效問卷。主要的研究結果可分成直接效果與中介效果兩個部份，在直接

效果方面，主要研究結論為：評核者有愈高的和善傾向與自我監控傾向，愈可能有調

高評分行為。至於中介效果方面，主要研究結論則包括：1.評核者有愈高的和善傾向，

則愈容易出現寬大為懷與顧慮當事人背景兩類評核動機，並因而出現調高評分的行

為。2. 評核者有愈高的自我監控傾向，則愈容易出現寬大為懷評核動機，並因而出現

調高評分的行為。本文並針對研究結果對未來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關鍵字：績效評核；人格特質；調高評分行為；緊縮評分行為；評核動機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格理論(personality theories)的發展已有相當的歷史，不同學派對於人格特質

(personality traits)影響行為的方式與程度有不同的看法，但許多學者相信個人特質確實

會影響行為，Allport(1961)認為成熟的個體會致力於保持人格特質與行為的一致性，所

以人格特質可以用來預測行為。 

至於有關於人格特質如何影響評核結果的研究，可追溯至 1950 年代的幾位學者，



例如 Mandell (1956)發現低自信的評核者容易貶抑部屬表現，他們會給部屬較低的評核

分數。另一項研究中，Lewis 與 Taylor(1955)則發現當評核者人格特質中有較高的焦慮

性(anxiety)時，會比低焦慮性的評核者給受評者較為極端的分數。在晚近的研究中，

Jawahar(2001)比較評核分數時，發現自我監控傾向 (self-monitoring)高的評核者與自我

監控傾向低的評核者在評分上，前者給予受評者較高的分數。Bernardin、Cooke、及

Villanova(2000)則指出責任感傾向 (conscientiousness)高的評核者會給受評者較低的評

核分數。 

 雖然已有一些學者探究評核者人格特質與評核調分行為之關係，然而此類研究

在人格特質的選取方面缺乏理論基礎。此外，有些研究雖然發現某些人格特質與評核

調分行為具有關聯性，然而此關聯性卻缺乏嚴謹的推論，所以值得我們藉由受廣泛支

持的理論來探討評核者人格特質與評核調分行為的關係(Landy & Farr,1983)。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認為有些評核者在評核部屬績效時，會將績效評核視為一種

達成自己預設目標的工具，此類評核者在評核時會因為個人目標而具有某些特定的評

核意圖，本研究則稱這些意圖為「評核動機」(Cleveland & Murphy,1992 ; Harris, 1994 )。

Longenecker、Sims、及 Gioia(1987)與高階經理深度訪談後指出，評核者在評核時可能

產生自利性評核動機，進而影響評核結果。Harris(1994)也指出，當評核者具有減輕受

評者被組織懲罰的意圖時，則評核者可能會調高績效較差的受評者評分。雖然上述學

者均認為評核者之評核動機可能會影響評核調分行為，然此類研究較多屬於質性的研

究，實證研究較為缺乏。其次，過去學者主要以動機、政治、及權力等概念來解釋評

核者評核動機(Longenecker, Sims, & Gioia ,1987)，而較少探討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動

機的影響力。因而本研究針對評核者人格特質與評核動機等因素進行研究。 

 

二、 文獻探討 
 

2.1 評核者之評核動機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 

評核者在評核時有預定的評核動機會影響評核者最後的評分行為，Longenecker 

等人(1987)在質性研究的結論中指出，評核者在評核過程中會產生不同的評核動機，

進而可能出現調高評分行為或緊縮評分行為，以下則探討各類評核動機與評核調分行

為之關聯性。 

在評核者寬大為懷的評核動機方面，乃指評核者體諒表現較差的部屬，且避免較

低的評分可能對受評者產生的負面結果。Bernardin 與 Beatty(1984)即指出評核者在評

核表現差的部屬時，如果顧慮正確的評分會使這些受評者受到組織的懲罰，則評核者

可能會調高這些受評者的考績。另外，Murphy 與 Cleveland(1991)以歸因基礎來解釋

評核者寬大為懷的行為，他們指出如果評核者對於表現不佳的受評者具有外部歸因的



傾向，則評核者會同情這些表現較差的受評者，因而調高他們應得的考績。 

在評核者顧慮當事人背景的評核動機方面，乃指評核者對於受評者有較高的權威

敏感度(楊國樞，民 81)，意即評核者會特別關注與上級有良好關係或具有特殊背景的

員工。理論上，績效評核的目的在於評價受評者的工作表現，所以主管在評核的過程

當中理應以部屬的工作成果作為評核的依據，然而在華人社會中人與事通常難以清楚

的區分。換句話說，華人管理者在評核時可能認為應以受評者的績效作為評分的基礎，

然而一方面又會顧慮員工的背景及員工與上級關係等非績效因素。由此可見，評核者

對權威差異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則可能會影響評核者的評分結果。 

研究者實際訪問幾位中高階主管，訪談結果置於第三章第一節，由本研究實際訪

談中發現，評核者若是在評核時顧慮當事人背景可能會影響其評核調分行為。例如有

一位高階主管指出，在其任職的公司每年會藉由績效評核的機會淘汰績效最低的 5％

的員工，然而對於表現較差但有「後台」的員工，他只能調高這些員工較低的評分，

以免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本研究推論當評核者在評核時愈具有顧慮當事人背景的

評核動機，則愈可能因為組織中某些成員的關係、背景、及資歷等因素調高受評者評

分。 

在評核者尋求支持的評核動機方面，是指評核者在評核時，期望評核結果能夠使

員工有較高的滿意度，進而使員工能夠與自己更能合作無間。Mohrman 與 Lawler(1983)

運用期望理論來解釋評核者的評核調分行為，他們指出，評核者會理性評估他給部屬

的考績對評核者的個人效益後，再決定評核者的評核方向，而得到部屬的支持對管理

者來說應具有正面的效益，所以當評核者覺得受評者在未來對自己更加支持與愛戴是

相當重要時，則評核者可能會因尋求部屬支持的評核動機，進而調高受評者的評核分

數(Murphy & Cleveland ,1991)。 

 

2.2 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者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 

2.2.1 評核者自我監控傾向與評核調分行為 

績效評核的結果通常與受評者加薪、晉升、以及遣散有高度相關，員工對這些決

策相當重視，所以評核結果會影響員工與評核者的未來互動關係，因此自我監控傾向

高的主管在評核時會想要得到員工最大的認同，進而調高員工的評分。在一項研究中，

Jawahar 與 Stone(1997)以學生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自我監控傾向高者在評核時會產

生較寬鬆的評核分數。在另一個研究中，Jawahar(2001)以 210 位經理為研究對象，發

現自我監控傾向高的評核者較低自我監控傾向的評核者給部屬較寬鬆的評核分數。 

評核者自我監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會受到評核者評核動機的中介影

響。本研究推論自我監控傾向高的評核者會期望建立良好主管的形象，而提拔優秀人

才與原諒表現不佳的部屬均可視為仁慈主管的領導行為(鄭伯壎、周麗芳、及樊景立,



民 89)，意即自我監控傾向高的評核者為了在部屬面前扮演好主管的角色，可能會在評

核時具有寬大為懷之評核動機，進而調高受評者之評核分數。其次，由於自我監控傾

向高的評核者期望能夠成功扮演好主管的角色，所以他們可能考慮對部屬示好，以獲

得部屬的合作與支持，所以自我監控傾向高的評核者在評核時，可能出現尋求支持的

評核動機，進而調高受評者應得的評分。 

 

2.2.2 評核者外控傾向與評核調分行為 

在內外控傾向與法律判決的關係上，在一項研究中，Carroll、Perkowitz、 Lurigio、

及 Weaver(1987)發現內控傾向的陪審團員較外控傾向的陪審團員有較嚴格的判決傾

向，其原因為內控傾向的陪審團員對被告的行為傾向內部歸因，他們認為犯罪者應該

負起完全的法律責任。相對地，外控傾向的陪審團員對於被告的行為傾向外部歸因，

他們認為被告犯罪的原因可能由於早期家庭問題或是受到環境的逼迫，所以他們給予

被告較輕的刑責。由此可見，內外控傾向者對於他人的歸因傾向會導致不同的推論與

判斷。 

在一項領導研究中，Green 與 Mitchell(1979)發現領導者對部屬績效的歸因，會影

響領導者與部屬的相處方式，即當領導者歸因某位部屬優異成就為內部因素時，則他

會傾向與該部屬建立較良好的工作關係。另一個研究中，Green 與 Liden(1980)則以實

驗設計方式，發現當領導者歸因績效較低的部屬為內部因素時，則他會對該部屬採用

較為嚴格的懲罰方式。 

從學者過去的實證中得知，外控傾向者通常較有依賴性，也具有較高的他人導向，

他們比較關心別人認為重要的事情，也較關注其他人的行事與態度，並作為個人行為

的重要依據(O’Connor & Morrison,2001)，所以外控傾向的評核者在績效評核時會在意

部屬對評核結果的態度，因為受到部屬期待的影響，所以他們可能會調高部屬的評分。 

評核者外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也會受到評核者評核動機的中介影響。

外控傾向者對於績效較低的部屬有外部歸因之傾向，所以對這些部屬會有寬大為懷的

意圖，因而他們會調高這些部屬應得的評分。其次，在顧慮當事人背景的評核動機方

面，本研究認為外控傾向者較容易順服於傳統文化價值觀，他們較為重視權威的差異

性，因此外控傾向的評核者會關注背景較佳的員工，並調高這些員工的評分。最後，

在影響力評核動機方面，外控傾向的評核者較在意部屬的認同，所以他們評核時可能

出現尋求支持的評核動機，因而調高受評者的評分。 

 

2.2.3 評核者和善傾向與評核調分行為 

在評核者和善傾向與評核調分行為之關係上，Bernardin 等人(2000)指出，在績效

評核的系絡中，評核者欲正確評核他人績效，個人必須保持客觀及獨立，然而和善傾



向高的主管通常不易獨立於群體之外，他們與部屬有較為密切的關係，所以評核時較

容易受部屬的影響，因而調高受評者之評分。在一項研究中，Bernardin 等人(2000)發

現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會給受評者較高的評核分數。在另一個研究中，Bartels 與 

Doverspike (1997)針對 26 位評估中心(assessment center)的評核者進行研究，結果亦發

現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會給部屬較高的評核分數。 

評核者和善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也會受到評核者評核動機的中介影響。

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對於表現較差的部屬，可能出現維護部屬的心態，不希望因較低

的評核結果使部屬陷入嚴重的工作危機(鄭伯壎等人，民 89)，因而調高這些受評者應

得的評分。其次，有關顧慮當事人背景的評核動機方面，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對文化

規範有較高的順服性，所以他們在評核時會對權威差異有較高的敏感度及順服性，因

而和善傾向高的評核者可能有顧慮當事人背景動機而調高背景較佳員工的評分。另

外，由於華人社會有較高的權力距離，所以主管對部屬展現和善行為可能會使部屬出

現感恩與圖報的行為(鄭伯壎等人,民 89)，因此在華人組織系絡中，和善傾向高的評核

者可能會期望未來得到部屬更多的回報與支持，進而調高受評者的評分。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和善傾向

自我監控傾向

尋求支持

調高評分行為顧慮當事人背景

寬大為懷

外控傾向

評核者評核特質 評核者評核動機 評核調分行為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假設 H1：評核者有愈高的和善傾向，則他愈可能有調高評分行為。 

假設 H1-1：評核者和善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寬大為懷評核動

機的中介效果。 

假設 H1-2：評核者和善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顧慮當事人背景

評核動機的中介效果。 



假設 H2：評核者有愈高的自我監控傾向，則他愈可能有調高評分行為。 

假設 H2-1：評核者自我監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寬大為懷評

核動機的中介效果。 

假設 H2-2：評核者自我監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尋求支持評

核動機的中介效果。 

假設 H3：評核者有愈高的外控傾向，則他愈可能有調高評分行為。 

假設 H3-1：評核者外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寬大為懷評核動

機的中介效果。 

假設 H3-2：評核者外控傾向與調高評分行為之關聯性，是經由評核者顧慮當事人背景

評核動機的中介效果。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任職於台灣民營企業且有負責績效評核工作的主管為研究對象。樣本的

選取採立意抽樣方式，共計完成有效問卷共 4011 份。填答問卷者符合以下原則：1.受

訪者需至少 2 年以上的評核經驗；2.受訪者在最近一年內有參與績效評核的任務；3.

受訪者服務的公司需有正式的績效評核制度。本研究之受訪主管任職於高科技產業、

傳統製造業、服務業、以及金融保險等產業，受訪者主要分散於台北、宜蘭、桃園、

台中、新竹、竹北、竹南及高雄等縣市。 

本研究訪問了 75 家企業(含分公司)，每家公司依據連絡人協助問卷發放的意願，

發放若干份之問卷，總計發出 720 份問卷，計有效問卷 401 份，有效回收率為 56％。

其中高科技產業比例約佔四成比例；傳統製造業為四成比例；服務業亦佔四成比例。 

  

3.4 資料分析方法  

針對回收之問卷資料，將運用計量分析方法，以進行資料分析與假設驗證，茲分述

如下： 

一、 Cronbach’s α信度係數分析法 

針對研究中各變項之衡量題項，進行信度分析。 

二、 相關分析 

各變項間進行相關分析，以瞭解變數間之關聯性。 

三、 迴歸分析 

經由迴歸分析，瞭解預測變項與準則變項的直接效果，也可探討中介變項對預測

變項與準則變項之關連性的影響。 

 



四、 研究結果 
4.1 量表衡量結果檢測 

 本研究所有的量表在經過內部一致性信度分析後，信度均超過 0.7，已達可接受水

準。其中，和善傾向 0.9；自我監控傾向 0.70；外控傾向 0.75；寬大為懷 0.76；顧慮當

事人背景 0.73；尋求支持 0.78；調高評分行為則為 0.78。 

 

4.2 評核者人格特質與評核調分行為—評核動機的中介效果 

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的建議，欲測試預測變項與準則變項之間是否具有中

介效果，需檢驗三個迴歸模式，第一個迴歸模式是預測變項是否能夠解釋準則變項，

亦即預測變項需對準則變項具有直接效果。第二個迴歸模式是預測變項是否能夠解釋

中介變項，亦即預測變項應與中介變項有關聯性，第三個迴歸模式則是檢驗當預測變

項與中介變項共同存在迴歸模式時，中介變項是否削弱預測變項對於準則變項的解釋

力。本研究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的觀點，依序分析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者評

核調分行為之直接影響、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者評核動機之影響、及評核者人格特

質經由評核動機之中介後，對評核者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 

 在直接效果的檢定方面，經由迴歸分析後，發現當評核者具有較高的和善傾向或

自我監控傾向時，有較高的可能會出現調高評分的行為，所以假設 H1 與假設 H2 獲得

支持。至於外控傾向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則並不顯著，因此 H3 未獲支持。 

 在中介效果的檢定方面，經由迴歸分析後，則發現當評核者有愈高的和善傾向時，

會較容易出現寬大為懷與顧慮當事人背景的評核動機，進而調高受評者的評分，因此

假設 H1-1 與 H1-2 獲得支持。另外，當評核者有愈高的自我監控傾向時，會較容易出

現寬大為懷的評核動機，進而調高受評者的評分，因此假設 H2-1 獲得支持，而假設

H2-2 則未獲支持。另外，關於外控傾向與評核調分行為在中介變項的檢定方面，結果

並不顯著，因此假設 H3-1 與假設 H3-1 均未獲得支持。綜合來說，和善傾向與自我監

控傾向對評核調分行為的影響會透過評核動機的中介效應，而外控傾向對評核調分行

為之影響則並未發現中介的效果。 

 

五、 未來研究建議 
5.1 後續研究建議 

1.可以探討評核者調整受評者等第之行為 

 本研究探討了評核者人格特質及評核動機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然而在實務

上，評核的等第可能對個人有更為重要的意涵，例如員工等第的高低可能會影響員工

的年終獎金與晉昇的機會，所以在未來的研究上，可以探討影響評核者調整等第的因

素，以更清楚解釋實際上的評分行為。 



2.可以整合意義相近的人格特質後，再探討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 

 本研究將三個人格特質進行研究，由相關分析中發現，部份人格特質間具有較高

的相關性，所以人格特質間仍存有部份的共線性。換句話說，某些人格特質在未來的

研究中可以考慮整合的可能性。所以研究者在未來研究時可以考慮整合意義類似的人

格特質，以更有系統地歸類人格特質並探討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 

3.可以建構以個人價值觀、信念、及人格特質等個人特徵對評核動機與評核調分行為

關聯性的系統模式 

 本研究主要探討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動機與評核調分行為的影響，為了有系統

建構評核者人格特質對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模式，本研究主要搜尋與評核調分行為有

關的人格特質以進行研究。然而評核者的信念與價值觀也可能影響評核者對部屬的評

核動機與評核調分行為(Murphy & Cleveland, 1995)。因此未來研究可以擴充本研究的

理論模式，即在個人因素方面可增加考慮評核者的信念與價值觀，如此可能更清楚評

核者個人因素對評核動機與評核調分行為之影響途徑與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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